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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武士道的文化诠释

李海涛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最初是以武士的行动为基点,逐步发展成武士群体的

一种行为习惯,并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 这种行为习惯进一步内化为观念和精神。今天,即使武士道

的行为基础和精神基础都已不存在了,但它作为日本所独有的文化仍深深影响着每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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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

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 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

向全世界加以介绍。他说: “武士道, 乃是要求武

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

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

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

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

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唯其不言不文,通过

实际行动,才能看到更加强有力的功效。它既不

是某一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

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不论其如

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

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 1] ( P15)很显然, 他这里所

说的是狭义的武士道,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化的

武士道。如果从广义上讲, 武士道是指伴随着武

士的出现而产生的武士所特有的行动行为和精

神行为。在日本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日本武

士及其武士精神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2]在某种意义上说,

武士的行动行为和精神行为已内化在日本人的

头脑之中,指导着日本人的生活。

纵观日本武士道它大体经过了行动的武士

道,观念的武士道, 精神的武士道这样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

一、行动的武士道

公元八、九世纪, 伴随着日本土地制度的变

迁, 日本武士开始出现并慢慢走上了历史舞台,

武家文化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段时期,日本大

化革新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班田制”
�

)开始

瓦解,贵族、官僚、豪强和神社、寺院竞相垦田,建

立并扩大庄园。到了10世纪初,由于土地兼并愈

演愈烈,土地所有者, 特别是小规模的土地所有

者, 已不能有效地保证其土地免遭侵害,同时,也

为了取得“不输”和“不入”的权力,中小土地所有

者纷纷将土地“寄进”给中央或地方权贵。他们每

年向其缴纳一定数额的年贡,并以其为名义上的

土地所有者, 自己作为庄园的实际所有者,担任

庄官,直接经营管理土地。这些接受寄进的权贵

称为“领家”。如果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

同国司抗衡时, 就向更有权势的大贵族敬献年

贡, 奉他们为更高一级领主——“本家”。这样,土

地越发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庄园所有者中间便

形成庄官——领家——本家等若干等级,层层瓜

分年贡。与土地资源的争夺相伴随,中央集权体

制和天皇大权旁落, 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形态

——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先后粉墨登

场。[ 3]它们既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产物,反过

来又使各种矛盾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而此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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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丧失了解决矛盾的权威和力量,于是, 冲突各

方便诉诸武力。这就为武力的具体行动者武士提

供了存在的现实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 围绕着庄园的扩

大和发展, 与庄园命运攸关的土地矛盾日渐激

化。为了在土地争夺中取胜,土地所有者(后称主

人)便挑选身强体壮之人,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

力量——武士。武士通过在战争中勇猛杀敌,捍

卫所在庄园的利益,来博取主人的赏识。主人根

据武士的表现把从战斗中扩大的土地的一部分

分给有功的武士。在当时有了土地也就意味着有

了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因此, 武士通过在战斗

中凸现自身价值来换取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利

益。武士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不会去追问战斗

正义性,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主人也为

了使自己的庄园扩大, 利益扩大,需要武士。两者

一拍即合,便形成了当时日本社会特殊的以功利

为目的的主从关系。

首先,武士的行动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主从

关系的缔结完全以私人利益为基础。主人为了扩

大自己的庄园,掠夺更多的土地,需要武士;武士

同样地也只是为了得到恩赏,才会在战争中勇猛

献身,没有恩赏也就没有了武士的英勇杀敌。两

者完全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缔结的功利性的

主从关系。主从关系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和扩

大彼此的利益, 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抽象

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其次, 武士的行为活动具有

非规范性。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武士多由庄民充

当,具有兵民双重身份, 不是专职武士。无战事

时,他们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耕作。一旦

发生战事,他们就手举利器,奔赴战场,为主人勇

猛杀敌。另一方面,当时武士的行动还仅仅是以

庄园为单位的群体行动。在各自的庄园内,武士

各为其主,英勇杀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活动。武

士当时的行动还局限在各自的庄园内,还很零

散,不具有大范围的整体性,也没有形成规范性

的行为习惯。最后,在行为方式上,武士以三尺刀

锋为谋生手段,依靠驰骋沙场为主人杀伐征战获

取利益。其价值体现与战争息息相关。这种独特

的生存条件养成了武士对武术、忠诚、名声的特

别关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武士道还只是一种

雏形,武士的行为还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功利的、

非规范的个人和小群体行动层次。

二、观念的武士道

“日本武士作为一个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壮

大, 主要应归因于其以武力和团结力组成了家族

式的军事集团——武士团。维护家族的存在和发

展是武士结成武士团的初衷,而维系主从关系则

是武士团得以存在的前提。”
[ 4]
随着武士和武士

团这种私人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朝廷开始

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并借助武士团的力量来平定

地方叛乱,用武士来维护社会秩序。在平叛中,建

立功勋的源氏武士团与平氏武士团的势力大增,

并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然而,参与政权的平

氏武士团骄横腐化,走上了贵族化的道路。这使

他失去了政权基础。1180年8月,被流放的源赖

朝在一片反平氏的声浪中举兵消灭了平氏。但源

赖朝并没有重蹈覆辙,入驻京都朝廷, 而是在关

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1180年他在镰仓设

立“侍所”,统一了各自为政的武士团, 并将他们

变为服从自己指挥的家臣(御家人)。源氏通过自

设的政所、问注所、侍所来保持全日本的政治、司

法、军事大权,并于1192年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

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这样,在御家人制

度� 下, 分散的武士团及其武士就都集中于幕府

统治之下,武士的行动也走上了公共化、规范化

的道路。

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主

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使得依存于主从关系的武

士的具体的、实践的战斗行为, 缺乏公共性和公

共精神。因此,主从关系需要一种主从道德来加

以规范。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讲:“当武士阶级具有

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

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

同的行为准则。尤其因为他们经常处于交战者的

地位, 而且隶属于不同的氏族, 这就更加有其必

要了。”[ 1] (P16)所以, 武士团不断制定出一些“家

规”、“家法”等家训来管教武士, 例如: 《贞永式

目》、《武田信玄家法》、《长宗我部元亲百条》等。

并通过这些家训使“武士道”从具体的行为活动

发展成为一种观念化的道德规范。武士的能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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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英勇杀敌、对主君的忠诚、自身名誉已不是个

人意愿的个体行动,而是家训中要求作为一名武

士必须具备的、遵守的集体道德规范。

第一、以武勇为本。武士崇尚武勇,以武勇为

价值实现形式,这是武士现实生活的需要。主从

结合的直接动因是武力,换取主人恩赏的基本手

段还是武力。武士所做的就是杀人或被杀的职

业,在这种行为方式中, 武勇不仅是武士的谋生

技能和晋升阶梯, 也是保全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

族的兴衰荣辱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每个武士具有

精湛的武艺和过人的胆气。幕府统治之前,这只

是每个武士在战争中所表现的个体行动。而在镰

仓幕府以后武勇已成为整个武士团所共同追求

的价值体现。武勇既是武士个体的行为活动,又

是武士团体所规范的行为。使武士的行为有了一

种外在的观念上的约束。武勇也就成为武士重要

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第二、忠诚至上。其一, 武士的忠是在主与从

的个人利益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是主从意识的核

心。主从关系的具体性,决定了忠观念的特殊性。

主君给家臣以封地和功名, 武士为主君不惜牺牲

生命,即对直接蒙受恩惠的主君忠诚。其二,战场

上,主从生死相依,性命与共,主君处处依靠他的

臣下,所以爱抚至深,而臣下也感谢主君的义气,

不惜奉献生命。这使主从关系超出了简单的利益

关系而带有明显的情感因素。为了报答主君的恩

情,“不惜生命, 竭力杀敌,攻入敌阵, 马革裹尸,

此乃幸事也”(《承久军物语》) [ 5 ]。武士把为报答

主君家累代情谊而战死,看成是幸事,这充分说

明了武士对主君的“忠”已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献

身,而是能动的服务与表现。“有忠无私”正是这

种献身道德的升华,当“忠”本身不是作为一种手

段,而是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时, 为主君献身也

就成为了一种绝对义务,从而成为规范武士行为

的最高道德准则。[ 4]武士忠于主君, 为主君不惜

牺牲生命诚然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伦理,但这种伦

理却不能从超越了武士个体所处情境,即在民族

国家的层面上加以考虑,也不能就道德伦理本身

来加以理解。

第三、重名轻死。武士“生于弓马之家,惜名

不惜死”(《太平记》)。武士将名看得比生命更重

要,在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毫不

犹豫地选择名誉, 放弃生命。因为在名和命之间,

命是一时的, 名才是万古的。武士不仅要爱惜自

己的名誉,还要光宗耀祖。因此,武士的一举一

动, 不是受惜名的心情所控制, 而是受求名的冲

动所鼓动。武家社会刺激武士追求忠诚、武勇、甘

为主君献身的名誉,武士则需要以忠诚、服从、报

恩、知耻等名誉, 来达到保全家庭和子孙昌盛的

人生目的。正是这种重名轻死的行为取向,使武

士之间开始出现美化死的倾向,视自杀(切腹)为

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来表示对主君的忠诚或对

自己荣誉的珍惜。

这一时期,武士道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

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它只

是以武士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观念化的武士道,

还没有脱离武士的具体行动基础——战争。

三、精神的武士道

从武士的出现到德川时代,武士始终是以

“战斗”置身于日本历史的中心。战斗是他们实现

自身价值的唯一武器。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武

士的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然

而到了德川时代实质性的战争消失了。日本社会

实现了长期和平稳定, 加上“兵农分离”和“四民

等级制”政策的实施, 使武士不仅脱离了战争生

活, 也离开了农村领地搬进城市,过上了寄生生

活, 很多武士也由战士转变成了行政官僚。对武

士来说, 仅凭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无法

应对现实社会的变化。这就需要武士用观念性的

思想来认识自我,在精神上自我肯定。德川时代

以前武士道是“作为战斗者规定自我的”,而在德

川时代武士道则是提倡“非战斗者的观念道德至

上主义的实践道德”, 并且只是武士才特别需要

遵守的行为规范, 和一般的农、工、商阶层的庶

民, 没有多大关系。这就使传统的以武士的生活

习惯为基础的武士之道向理论化、精神化的武士

道过渡。而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著名儒学

家兼武士道理论家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山鹿素

行等人。其中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他把儒家

思想与武士行为相结合,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

行为习惯和道德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

系统化的武士道。总的来说,德川时期的武士道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武士道的精神化。以前,战斗的武士是

社会组织的中心,战争是武士的实践基础。而到

了德川时代, 太平盛世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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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镰仓时期起一直以临战的心态生存的武士的

存在基础发生了动摇。但日本人没有选择取消武

士阶级的道路。这样, 德川时代的武士失去了自

己的价值存在之所——战斗,开始用“观念性的

思想认识自我”,从精神上自觉“死”。用观念性的

思想认识自我, 正如大道寺友山在他的《武道初

心集》中说到的:“和平时代的武士应该时刻准备

着一旦有事, 就要大显身手。不然者, 即使战争发

生也只能成为一个凄惨的死狗”。这就是说所谓

和平时代的武士是把“反复的日常事物”和“特别

发生的战事”联系在一起生活的人。不要忘记战

争,要时刻想像着战斗而生活。但现实上确实没

有战争, 所以武士只能在精神上认识自我, 肯定

自我存在的价值。虽然,总在心中模拟着现实中

没有的战争而生活不是容易的。问题是日本的武

士努力这样做的并不在少数,这是日本人至今仍

在骄傲的地方。从精神上自觉“死”是把“死”看成

是实践武士之道途中所遇到的灾难, 要顺天安

命。武士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意识下,就应认

识到每一刻的生存都是宝贵的, 必须按着道义的

标准而生,去实现自己的职分即人伦之道。武士

应该把生命中的每一天看作是最后一天,即觉悟

到“只有一日的生命”。正因为有这样的觉悟,武

士总想着“我也许今天死”, 那么我就得把今天该

干的事情干完,不能拖到明天。明天也许不会有

了,所以, 今天能干的事情我就要拿出全部的努

力干完,我要尽我今天最大的努力认真对待主君

和家属。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常把死放在心

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第二、武士道的自觉性和理论化。山鹿素行

在其《士道》篇中, 强调武士应“知己之职分”——

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

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

然而, 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而交接,

此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

无暇,不得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

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

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必须具备文武之德知

也。”[ 6]“素行的士道论强调职分的自觉和道义的

人格”,并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固定了一系列

行为准则, 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

“自省”; 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威

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 大丈夫(英雄)气质的

“卓尔独立”之心。武士要以“忠”为第一要义,身

体力行人伦之道, 并成为农工商三民的楷模,使

自己的道德标准成为超越身份等级界限的、全社

会的最高道德和行为准则。
[ 7]
这样, 素行以儒家

思想为指导, 从理论上确定了武士的存在理由和

价值。

第三、武士道的平民化。德川时代,武士被置

于四民之首, 其行为方式、人生哲学自然成为农

工商三民所崇敬和学习的对象。“在民众的主体

性活动、通俗文艺形式和教育普及等因素的作用

下, 武士道逐渐为平民所接受, 成为全民的道德

和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
[ 8]
正如日本民谣唱道

的: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新渡户稻造也说到:

“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

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

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

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了国

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 1] ( P91)更进一步说,武士

道精神的平民化、普及化强化了日本人的一体意

识和同质性, 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体。

总的来说,用儒家思想解释和重新建构的士

道论既为幕藩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伦理原则,又

为大多已行政官僚化的武士提供了合理而系统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武士道脱离了具体的物

质形态变成了形而上的精神化的东西。

四、余论

德川时代末期, 由于幕藩统治腐败, 国内各

基层矛盾不断激化, 再加上西方列强的船舰利

炮, 德川武家政权在一阵阵反对声中被推翻了。

这使得武士道在现实社会中所依存的精神基础

也不存在了, 作为一名武士也无法从观念上认识

自我存在的价值。如果从文化的“硬性”角度来

看,武士道已经消亡了;但如果从文化的“软性”

角度来看,武士道的文化因子已经扩散到整个日

本民族当中了。如近代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法西斯

主义相结合, 成为了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

主义; 而进入现代又与日本经济腾飞相结合,成

为民族奋进的底蕴和无穷的精神动力。

总的来说,各种文化首先都源于生活,并在

生活中积淀下来,武士道文化同样如此。最初,任

何一种文化的基点都是个体的生活行动,当这种

生活行动普遍化, 固定化成为一种习惯, 特别是

在很多人都具有这种行为习惯时, (下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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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活动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规范、一

种道德。一旦这种规范、这种道德成为行为判断

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时, 它就形成了一种有形

的“硬性”文化。反过来,这种“硬性”文化会进一

步规范和强化个体的行为。即使文化的基础消失

了,它也会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仍然存在于我们的

生存活动之中,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武士道

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

的威力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它的武勇的以及文

德的教诲作为体系也许会毁灭, 但是它的光辉与

阴暗,将会越过这些废墟而长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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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 enon in Japan, bushido is init ially based on the behavio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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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urai becom es a ruling class, the behavioral habit ev olves into a kind o f conception and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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